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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域系统空间优化及其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 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 

之一. 本文基于“现实表征-模型构建-实证分析”的科学认知范式, 系统分析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内涵特征、 

一般模式及其生成机理, 以长江流域为例, 开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 发现: (1)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具有 

整体关联性、协同互补性、动态适应性、尺度嵌套性等特征, 呈现出典型的异质同构现象与树状组织结构, 由此 

提出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模式, 并刻画其概念模型; (2)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萌芽-生成-强 

化-成熟”演化过程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在社会经济客体的集聚与扩散过程中, 山、水、城空间组织 

关系的变化以及流域人居系统对其的选择, 驱动形成流域树模式; (3)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具有多尺度嵌 

套的整体性结构, 呈现典型的流域树模式特征, 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空间相互作用、流域空间单元间的互补性与通 

达性、流域人居系统的复杂性与适应性, 共同驱动其流域树模式的生成与演化. 本研究回答了流域“山-水-城”空间 

组织的一般模式及其生成机理等关键问题, 深化了流域人居系统的科学认知, 可为山、水、城协调共生提供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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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建设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已突破局部地 

区或单个城市的人居环境优化及经济增长问题, 而强 

调更大区域或流域的经济协同、生态平衡、资源配置 

与人地和谐 [1]. 中国是一个山水资源丰富的国家, 山地 

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67%, 其间山川形胜、江河湖泊、 

森林湿地等不同景观单元相互交融, 以河流为骨架所 

构成的流域, 孕育形成了具有时空连续性与地域特色 

的人类文明及其聚落体系, 集中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带 

与城市群 [2]. 同时, 受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影响, 地质 

与洪旱灾害频发, 碳失衡风险愈发严峻, 湖泊萎缩、河 

流污染与山地生境退化等问题不容忽视. 尤其是快速 

城镇化建设对自然山水资源的侵占与破坏, 造成流域 

人地矛盾加剧, 成为流域人居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困境. 如何让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融入流域地理本底, 以 

流域城乡高质量发展与山水环境高水平治理构建新的 

国土格局, 促进山、水、城协调共生, 是提升城镇生态 

韧性、打造高品质宜居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山 

水环境需要的重要途径, 关系到美丽中国建设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质量. 
基于流域地理单元的山、水、城组织关系研究, 

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传统城镇选址建设遵循 

“天人合一”原则, 通过因循山水形胜、统揽山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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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山水风景的发掘逐步进入人工环境的营造, 实 

现由外而内的筑城造郭, 城镇及其重要人文要素镶嵌 

在流域山林水网间, 形成城镇空间与大尺度山水环境 

和谐共融的文化秩序 [3]. 由此, 钱学森提出“山水城市” 
的发展理念, 追求城市与山水的协调发展 [4]; 吴良镛在 

规划实践中探索“山-水-城”模式, 突出山水的文化内涵 

与空间塑造功能, 强调从区域/流域的宏观尺度, 建立 

山、水、城的动态平衡关系 [5]. 近年来, 国内外流域 

“山-水-城”空间组织相关研究, 聚焦于“流域城镇社会 

经济发展与自然山水环境变化的动态适应机理”这一 

核心议题: (1) 研究内容层面, 从以水循环、水资源等 

自然科学研究为主导, 逐渐向人水关系、山城关系等 

自然与人文综合的科学研究转换 [6]. 围绕要素耦合、 

形成演化、类型模式等关键问题, 阐明流域内“水-土- 
气-生”等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要素的 

作用关系 [2], 构建“山-水-城”空间组织的理论框架 [7], 分 

析中国流域二元水循环效应与河湖水系联通特征 [8], 揭 

示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与合作机制及生态补偿机制 [9], 
厘清水资源利用管理与重大水利工程对流域人居系统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0~12]. 但目前流域系统研究与城乡 

人居环境研究的集成融贯探索仍相对滞后, 从流域视 

角对“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整体性认知不足, 未能全面 

考虑流域山、水、城生态系统的动态耦合关系, 导致 

其综合治理难以取得显著且持久的成效. (2) 研究方法 

层面, 技术进步对流域人居系统综合研究方法的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 定性、定量方法的应用与分析已日趋 

成熟, 并逐渐由局部描述的质性归纳向全局分析的量 

化研究发展——主要利用田野调查、文本分析等质性 

方法, 阐明流域文明化进程与河流水系、地形地貌的 

关系, 提炼流域“山-水-城”景观基因与空间分异格局; 
融合多源数据, 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与机器 

学习等数理模型, 构建流域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网络与 

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13], 提出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关键 

技术体系与山水城市景观营建范式 [14], 并广泛应用于 

流域国土空间可持续利用与宜居城乡高质量发展等多 

个方面. 然而既有研究中, 质性分析与量化研究结合不 

充分依旧明显, 无论是长时间序列历史过程的全景演 

绎, 还是海量数据与复杂模型的高效模拟, 大多始于个 

性化研究对流域山、水、城组织关系的理解, 缺乏综 

合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共同认知基础与概念模型, 以支 

持研究结果的统领与进阶 [15]. (3) 研究对象层面, 从流 

域系统本体研究逐步向流域城乡人居系统综合研究拓 

展, 从以水体为主的单一要素、单一过程分析向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全要素与全生命周期探索转型. 
国外学者主要聚焦莱茵河、湄公河、密西西比河等流 

域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河流水系的耦合关系 [16,17], 分 

析全球气候变化下的水循环利用模式与影响因素、蓝 

绿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及响应机制; 国内学者主要围 

绕中国七大流域, 分析长江流域灰-蓝-绿蓄水能力及国 

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13,18] , 揭示黄河流域水生态承载力 

的时空连通性与空间分异机制 [19], 厘清西北干旱区流 

域洪水发生机制 [20], 从城镇空间形态、综合交通、历 

史文化等方面阐明西南山地流域人居环境特征及演化 

规律 [21], 为流域山、水、城生态系统综合研究提供支 

撑. 不过, 目前流域人居系统的实证类探索偏多、理论 

性研究偏少, 多要素、跨尺度的流域空间组织关系及 

其结构功能研究不足, 针对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 

一般模式亟待提炼. 
综上, 如何更好地组织流域自然与人文要素、城 

市与山水环境, 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与热点议题. 
目前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研究存在整体性认知不 

足、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较弱、概念模型与一般模式 

亟待提炼等问题, 尤其是在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 

进的背景下, 深入认识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以 

及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关系, 阐明其内涵特征与生成机 

理, 是流域山、水、城协调共生的根本途径. 鉴于此, 
本研究围绕以下2个问题: (1)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 

的一般模式为何? 其演化过程与生成机理是什么? 
(2) 如何利用案例对这一组织模式进行实证探索? 通过 

整体认知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内涵特征, 本研究 

认为西方古典区位论与区域双核结构模式, 可为流域 

树模式的提炼提供重要启发,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与点- 
轴系统理论等可为其演化过程与生成机理的解析提供 

理论基础, 并选择长江流域为案例地, 理论与实证相结 

合, 以期丰富流域人居系统空间组织模式, 进一步完善 

新时期“山-水-城”空间组织研究. 

1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内涵特征 

“流域”首先是一个水文概念, 是以河流水系为线 

索、以自然地貌“分水线”为边界、以连续的陆面-水体 

过程连接上中下游而生成的地理单元与完整生态域, 
内部各要素关联度高、整体性强, 横向上表现为河道、 

阶地、坡面的地理连续性, 纵向上一般呈现出上游多 

山地、中游多丘陵与湖泊、下游多平原的空间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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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2,23]. 流域社会人文经济发展和自然山水资源变化 

相互耦合与演进, 在人水关系的动态性与涌现性的复 

杂适应过程中, 创造了人类聚居文化与流域自然环境 

之间的内在关联, 形成独特的山、水、城空间组织关 

系.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是指流域山水环境与城镇 

人工环境交互适应的动态过程及作用规律 [24], 强调自 

然与人文要素的组织关联与有机协调, 其实质是以城 

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流域自然山水资源要素 

交互所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 其根本是在两者间寻求 

一种相对稳定且平衡的发展模式 [25]. 从生态学角度来 

看, “山”是高原、山地、丘陵等起伏地貌共同构成的 

山地生态系统, “水”是江河湖海等诸多水域生态系统, 
“城”是自然-社会-经济要素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7,26].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承载山、水、城生态系统在 

不同流域时空尺度上的持续互动, 通过识别自然与人 

文要素的斑块-廊道-源地, 确定相应的联系网络与组织 

结构, 形成“空间-自然-人文”影响互动的有机整体, 促 

进流域山、水、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 
由此可知,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是时间、空间 

与人的因素协调构成的产物, 受流域地理单元内自然 

圈层与社会圈层的直接影响, 其功能结构与时空演化 

是人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具有整体关联性、协同互补 

性、动态适应性、尺度嵌套性等特征. (1) 整体关联 

性. 从系统组织来看, 流域具有特殊的根系结构与完整 

的生态格局, 上中下游之间存在自然的关联耦合互馈 

机制. 整体关联性是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建立的基 

础, 即在“生态优先”原则下, 将具有特定关联的流域城 

镇人文景观与自然山水环境视若整体, 构建山、水、 

城生态系统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流动网络. 由此, 河 

流水系与周围环境共同构成流域生态共同体, 控制和 

影响不同高程社会经济客体的行为活动, 表现出整体 

的功能结构与面域特征 [21]. (2) 协同互补性. 从系统要 

素来看, 其协同性体现在流域自然与人文、上游与下 

游等长期竞合交织的关系上. 就流域内部而言, 不同区 

段自然资源、发展水平、文化基因等具有空间差异性, 
为各城镇功能互补、经济分工与协同发展提供条件. 
上游矿产、林草、水能等资源能源为下游社会经济客 

体提供生态服务, 干支流之间水陆要素协同构成流域 

生态系统, 并围绕流域山水资源开发进行统筹, 有利于 

合理组织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与城镇社会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3) 动态适应性. 从时间维度来看, 其动态性 

的产生源于城镇人口、土地利用等要素的变化方向、 

强度和速率具有差异性 [6]. 作为环境适应性主体, 城镇 

空间系统通过调节自身功能结构而适应流域山水环境, 
由此构成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长时序生命周期 

与演变轨迹, 且随着时间推移, 流域“自然-人文”要素空 

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功能结构与组织关系发生变化, 
通过认知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序变过程, 探究其 

成因、影响因素及变化规则, 有助于实现流域人居系 

统的科学组织与可持续发展. (4) 尺度嵌套性. 从空间 

维度来看, 尺度特征是地理现象和过程在流域的固有 

属性.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是多尺度嵌套层叠的复 

合结构, 一个大流域可划分为若干小流域 [22], 一个流域 

的范围可包括由超大、特大城市以及大中小城市等构 

成的城镇体系, 每个城市又可划分为诸多功能组团与 

发展片区, 镶嵌在流域山水生态网络中. 流域山、水、 

城空间组织关系在多个层级尺度上跨级嵌套, 水系网 

络互构联通与生态功能有序流转, 有利于流域人居系 

统整体高效组织与良性发展 [27]. 

2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概念模型 

2.1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模式 

(1) 现实表征.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 

模式, 其发现始于我们对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的长期田 

野调查与实践工作 [21], 呈现出以下共同特征: 其一, 流 

域主要中心城市一般位于干支流的汇合点. 这类地点 

一般受河流冲积作用形成沿江阶地或河谷盆地, 具有 

水陆交界、水水中转的突出区位优势 [28], 有利于在此 

进行选址营城与生产生活, 并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 

步, 其政治经济职能不断完善, 进一步强化该类城市的 

中心地位; 其二, 中心城市间的联系受流域地理因素影 

响而具有一定选择性. 干支流分叉的一级汇合点, 因其 

优越的区位条件易于形成一级中心城市, 干流及主要 

支流的二级汇合点则会出现二级中心城市, 以此类推, 
各级中心城市及港口城市所处自然环境、通航条件等 

具有差异性, 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 

城镇化水平等总体呈梯度递增、略有起伏的变化趋 

势 [29]; 其三, 受地形条件影响, 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 

空间发展整体呈现分异特征, 上游山地地区城镇建设 

用地垂直空间特征相对突出, 中下游丘陵与平原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爬坡指数相对较低. 但无论是中国西南 

地区的山地流域, 还是东南沿海的诸河流域, 无论是涪 

江、涟水等中小流域, 还是长江、密西西比河等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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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均呈现出典型的流域树组织结构特征. 这种异质同 

构现象, 表明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模式具 

有一般性. 
(2) 组织结构. 在流域系统结构研究中, 目前主要 

有4种空间组织理论: 点-轴模式、双核结构模式、板 

块结构模式与核心边缘模式. 综合以上理论的核心观 

点, 我们发现: 若将沿江(河)城镇视为“点”, 江河为 

“轴”, 在自然山水物理阻隔与人文要素影响反馈的综 

合作用下, 流域经济将趋向分散化与“网”状发展, 进而 

辐射整个流域, 形成流域空间系统的“点-轴-网”结构模 

式, 其基本框架由水系构建而成, 自然与人文要素因河 

流水系的同构而联系密切, 并由各集水区的分水岭划 

分为地形起伏变化的流域地理单元. 因此, 流域山、 

水、城生态系统的空间组织关系, 首先应反映流域水 

系的结构特征. 自然界以随机的方式建立起水系的分 

枝图式, 从分形理论来看, 树枝状、羽毛状等水系平面 

结构具有自相似, 可用一种不均匀的自组织树状结构 

予以刻画. 尤其在山地丘陵地区, 河流水网受山地褶皱 

与构造运动的影响显著, 形成复杂且有机的树状组织 

结构 [30]. 根据水系结构定律与有限布局水系模式 [31], 

我们试图根据不同源点数量、位置与等级, 生成布局 

上迥然不同的枝状水系、城镇体系与流域范围, 初步 

刻画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一般模式, 将之称为流 

域树模式(图1). 简单来说, 这种树状空间组织模式将流 

域山、水、城的空间组织关系视为一棵树的结构. 树 

干是流域系统中承担主要航运、水资源供给等功能的 

干流(一级河流); 树枝与树干交错相连, 是流域系统中 

深入腹地的次要河流水系(二级、三级河流等), 其分枝 

形态随地形起伏而变化; 树叶为树枝的物质能量涵养 

地, 是流域系统中基本的集水区单元, 同时也是山地丘 

陵起伏的区域; 果实是不同规模的城市(镇)或都市区, 
结于不同河流的汇合点, 随着流域历史演替与社会经 

济发展, 逐渐形成结构完整、功能协同的流域人居 

系统. 

2.2 流域树模式的概念模型 

对地球表层空间系统进行规律性认知, 由此构建 

理论范式, 是地理学的主要研究任务 [32]. 在跨尺度人地 

系统耦合的复杂地理情境下, 传统行政区划导向的区 

域规划结构与组织模式制约了流域人居系统整体性认 

图 1 流域树模式简图. 图为源点为25时的流域水系结构之一, 所注数字表示水系的量级 
Figure 1 The simplified diagram of the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The figure shows one of the water system structures of the river basin with the source 
point at 25, and the numbers noted indicate the magnitude of riv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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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框架的构建, 全球城镇化及气候变化正重塑流域山、 

水、城生态系统的空间组织关系与复杂适应过程, 而 

近万年的人类聚落演化规律也亟需新的概念模型进行 

解释. 流域树模式是城镇人文景观与自然山水环境在 

特定的流域地理单元中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动态适应结 

构与空间组织模式, 是基于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 

异质同构现象, 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点-轴系统 

理论为指导, 根据流域水系结构与地形特征, 寻求客观 

事物组织关系与演变规律而提炼出的一般性结构模式, 
为解释流域人居系统的长时序时空演化、多尺度组织 

模式、多要素耦合机制提供支撑. 
显然, 流域人居系统是一个自然-文化-社会-经济 

复合系统, 为使流域树模式更具直观性, 我们对流域人 

居系统的关键要素进行抽象提炼, 突出山、水、城生 

态系统的空间组织关系, 强调自然与人文要素影响下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形成演化, 进而建立流 

域树模式的概念模型, 其概念模型高度概括了流域山、 

水、城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 既包括各个子系统组分 

间相互作用的耦合结构关系, 也包括与之对应的物质 

循环与能量流动等功能特征. 从生态学视角来看, 在自 

然(如气候变化)与人文因素(如人类生活生产行为)的 

驱动下, 流域人居系统的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随之改 

变, 并通过级联效应引起流域上、中、下游间生态系 

统服务的动态变化 [33], 呈现出迥异的空间特征与组织 

规律. 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为社会经济客体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也对城镇经济发展、空间扩张等 

产生生态约束, 促使流域城镇人文景观与山水生态网 

络在交互适应过程中, 不断重塑流域土地利用、网络 

型基础设施等要素系统, 形成山、水、城协调共生的 

流域树模式(图2), 其概念模型的特殊性表现在: (1) 与 

西方古典区位论相比, 相关概念模型均强调空间性的 

表达, 但设定条件不同. 中心地理论等探寻的是城镇、 

工业等单要素在均质空间中的静止、局部均衡状态; 
而对于流域这一特殊区域, 给定范围内由于水系引导 

与地形起伏而导致不同区域集聚与扩散的作用力不同. 
因此, 流域树模式概念模型的设定条件需置入河流水 

系、地形条件、城镇单元等自然与人文要素, 以更好 

地刻画流域地理综合体的实际分布状态, 阐明其动态 

的、整体的空间组织关系. (2) 点轴结构、双核结构与 

流域树结构都是一种综合的区域整体性组织模式, 但 

三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点-轴系统模式主要侧重于探 

究社会经济空间组织渐进式扩散的内在规律 [34,35], 而 

流域树模式侧重于分析流域人居系统的空间结构与运 

行机制, 强调空间、自然、人文互动影响下多要素、 

多尺度的空间组织规律; 双核结构模式侧重于揭示区 

域中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的空间耦合机理 [28], 流域树模 

式则侧重于探讨流域城镇人工环境与自然山水环境的 

相互作用机理, 不仅强调港口城市与中心城市、中心 

城市与流域腹地的互补关系, 更强调流域人居系统内 

部山、水、城各要素的和谐共生. 

图 2 流域树模式的概念模型示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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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化过程 
与生成机理 

3.1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化过程 

在“自然-人文”要素的交互作用下, 流域“山-水-城” 
空间组织模式的“萌芽-生成-强化-成熟”演化过程, 与 

流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图3(a)). (1) 萌芽阶段: 
早期人类逐水而居, 以自然地理过程为基底, 形成自组 

织的人水关系. 考古发现, 肯尼亚人、坦桑尼亚人、元 

谋人等原始人类的聚落均选址于低山缓坡临水阶地, 
长江流域、两河流域等流域的早期城市也大多布局于 

河谷盆地或冲积平原, 人类聚居被动依附并顺应山水 

环境的变化, 反映了先民对流域系统能量流动、物质 

循环、空间适配机制的本质性把握, 自组织的流域树 

模式开始萌芽; (2) 生成阶段: 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 

农业文明时期, 受“以农立国”生产生活方式与“趋利避 

害”聚居行为的影响, 人类聚居选择并占据沿江阶地、 

山谷台地等有利于生产生活需求的场所, 形成散点式 

或串珠状的聚落形态格局, 在航运交通、防洪防灾等 

方面构成城镇功能体系, 创造出山、水、城、景交织 

一体的传统朴素均衡组织模式. 这一阶段, 由于交通条 

件的制约与生产力水平差异, 流域城镇相互联系较为 

松散, 主要由一个或数个增长极向特定地理空间辐射, 
带动流域内不同区域相对独立地发展; (3) 强化阶段: 
工业化初期及中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在流域 

航运与陆路交通的交汇处形成城镇居民点, 为适应社 

会经济联系的需要, 沿主要河流航运通道, 形成效益水 

平高、人口与经济技术集中的发展轴线与经济带, 逐 

渐构建出流域树模式的点轴组织框架. 而在工业化后 

期, 以沿江铁路与公路交通网络、水利和防灾网络、 

科技信息网络等为依托的网络体系, 强化流域腹地内 

各城镇之间的通达性, 进一步促进流域局部有组织地 

进行空间生产, “自然-人文”要素交织一体的流域树模 

式不断强化; (4) 成熟阶段: 生态文明时期, 在社会经济 

要素“自组织”与流域生态治理政策“他组织”的综合作 

用下, 流域树模式回归到以自然山水资源为核心的生 

态聚居组织模式, 从流域“增长极+经济带引导”发展模 

式, 向流域“经济区梯度推移”发展模式转变 [29], 强调流 

域山、水、城生态系统的整体统筹、功能的协同互 

补、动力的内生发展. 
总之, 流域树模式是流域山、水、城生态系统经 

过较长时间发展而形成的空间组织模式, 反映了流域 

人居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 在其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过 

程中, 人居聚落组团以点状簇群分布于不同级别的河 

流骨架两侧, 形成与山水格局相契的城镇功能结构, 并 

不断沿江/跨江、依山/越山生长, 进而构成大小不一的 

面状人居体系, 每个“点”的变化与运动以渐进式扩散 

的方式, 与流域其他空间、自然、人文要素相互作用, 
其树状结构逐渐凸显, 并与网状人工联系通道交织一 

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种“萌芽-生成-强化-成熟”的 

完整演化过程, 是对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形成 

与演化的一般性概括——并非所有江河沿线都可形成 

城镇密集区与产业经济带, 也并非所有流域人居系统 

都必须以水运航道为主轴来组织城镇空间结构才是最 

佳模式 [36]——不同干湿地区, 甚至不同河段的流域树 

模式空间组织关系、结构功能及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 
我们寻求的是在流域系统发展与城镇体系布局中, 如 

何综合水土资源、城镇发展、社会经济协作与生态治 

理等条件, 提出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理论或模式, 
进而探讨水域与山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在流域城镇空间 

生产中所起到和将能发挥的作用, 为流域系统的管理 

者及实践者提供明确的层次结构关系 [35]. 

3.2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生成机理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是城镇社会经济系 

统(包含城镇经济技术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等子系统) 
和自然山水环境系统(包含水域生态系统、山地生态 

系统等子系统)交互作用所构成的复杂系统, 表现出有 

序的组织关系与功能结构. 这一复杂适应系统, 以河流 

水系作为联系纽带与廊道, 以山地丘陵作为生态屏障 

与基质, 以“流域-子流域-城市-组团”构成多尺度组织 

模式, 以流域系统功能整体开发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 

作为动力机制, 源于流域人居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涌 

现, 并受流域山水环境变化及流域文明发展的综合影 

响, 形成整体关联、协同互补、尺度嵌套、动态适应 

的流域树模式(图3(b)). 其中, 自然山水环境系统是河 

流水系、地形条件等自然要素所构成的流域地理环境 

整体, 城镇社会经济系统是人类活动的主体, 人类通过 

生产生活主动地改变城镇聚落物质空间环境, 从而改 

变周边地形条件、河流网络, 进而改变流域人居系统 

的功能结构与空间形态. 尤其是在城镇化与工业化过 

程中, 人口流动与空间集聚致使流域经济、技术、资 

源等要素的融合与再配置,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影响 

流域水循环与碳循环过程, 流域综合治理与整体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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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调适人与环境的关系, 促进流域系统内部城镇空 

间生长与自然山水环境的和谐共生 [37]. 可见, 各子系统 

间及其系统内部间交织着诸多影响及反馈作用, 主要 

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 自然山水资源对城镇社会经济活 

动的资源供给及促进作用(如矿产、森林、水能等)和 

地灾水害等对城镇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胁迫及抑控作 

用(如洪涝、滑坡、泥石流等); 其二, 通过流域经济协 

作、交通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等, 对自然山水环 

境系统投入可控资源, 引导城镇用地集约发展, 提升山 

水资源的“自然-社会”价值 [38]. 

由此可知,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模式 

形成主要受自然山水资源要素以及社会经济人文因素 

两类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 流域树模式的形成, 是社会 

经济客体的集聚与扩散过程, 与水运的低成本优势密 

切相关. 河流、湖泊、湿地等水资源的利用强度与结 

构特征, 直接或间接影响流域人地耦合系统的演进路 

径及生态系统的服务供给能力, 持续塑造着自然地理 

基底与人文社会活动的空间异质性 [39]. 无论是早期原 

始社会聚落的形成, 还是传统城镇的选址布局与现代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 社会经济客体首先在一个或若干 

图 3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化过程与生成机理. (a)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化过程; (b)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 

生成机理 
Figure 3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in the river basin. (a)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in the river basin; (b)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ountain-water- 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in th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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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上集聚, 并依附于交通线, 向外扩散人口、产品 

等社会经济“流” [34], 流域系统密集的天然航道就成为 

其最为经济有效的连接方式之一. 资源与基础设施在 

新的城镇聚居地集中, 上中下游地区扩散通道相互联 

结, 流域主要河流廊道逐渐成为人类活动集聚扩散与 

城镇聚落形成演化的发展轴线. 从“逐水而居”到“逐水 

而兴”, 社会经济客体在流域空间单元中的渐进式扩散, 
其扩散力随距离延伸而衰减, 并受自然地形的不均匀 

阻隔作用与线性基础设施的综合引导, 不断强化山、 

水、城空间组织关系的“点-轴”网络系统, 流域树模式 

不断趋于成熟. 这种“点-轴-网”整体格局, 是对流域河 

流系统功能开发相对充分、城镇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 

流域树模式的共性提炼, 针对不同地理区位、气候条 

件、山水资源禀赋、社会经济规模与地域历史文化的 

流域系统, 其空间组织模式的发育程度与生长特质各 

异, 或初步呈现“点-轴”发展态势, 或已形成相对成熟 

的网络系统, 演化出丰富的流域树组织结构; 另一方 

面, 受社会、技术、文化、政策等多种人文因素的影 

响, 原有山、水、城空间组织关系解构而发生动态变 

化, 流域自然与人文要素在重组过程中形成新的空间 

组织关系, 产生特定的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 
与空间组织关系变化相伴的, 是流域人居系统对其不 

断地进行筛选与整合, 最终那些更能适应流域自然地 

理条件、满足社会经济活动需求的空间组织关系会延 

续下来, 表现出特定的流域树模式 [7,40]. 这种地域性空 

间组织关系的变化与流域人居系统对其的选择, 受“自 

然-人文”要素的空间相互作用、流域系统的复杂性与 

适应性、流域单元间的互补性与通达性等的综合影响, 
共同促使流域树模式的形成与演化, 使其既承载流域 

人居系统特有的自然与人文信息, 又维育着城镇空间 

生长与山水环境变化两者有机协调的组织关系 [24]. 尤 

其是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及信息网络的发展, 
在山、水、城生态系统的动态适应过程中, 流域树模 

式的空间组织关系不断更新重构, 形成更为复杂的“社 

会-生态”网络系统. 

4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实证研究: 
长江流域案例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与人文要素的分布特 

征、演变规律与作用机制的一门学科. 基于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 揭示人类 

活动的组织模式与地理过程, 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 

究领域. 中国有自己特殊的自然与经济地理特征, 中国 

人文地理学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进行规律认知与理论 

创新, 形成了系列学术成果——胡焕庸线、点轴系统 

理论、双核结构理论等均是对地理现象客观存在的发 

现过程, 从不同角度揭示中国空间组织模式的基本特 

征与规律 [32]. 可见, 地理学的空间结构模型需在高度抽 

象的基础上进行提炼, 并通过案例实证, 解剖实际事物 

的地表空间组织及其形态特质, 挖掘地理现象下的实 

质 [35]. 本研究基于“现实表征-模型构建-实证分析”的科 

学认知范式, 发现流域树模式的异质同构现象, 探究其 

概念模型与生成机理, 并根据流域自然山水条件与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 选取长江流域及内部典型子流域作 

为研究区, 展开实证探索, 通过识别不同尺度的长江流 

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 归纳并分析各阶段山、 

水、城空间组织关系变化特征, 反演其形成与演化过 

程, 阐明其网络系统特征, 进而推导其流域树模式的形 

成与演化规律.  

4.1 研究区域及方法 

(1) 研究区概况.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 流域面积 

约为180万km 2, 地势西高东低, 以山地丘陵为主, 大小 

湖泊与干支流众多, 水系具有显著的分形特征, 主要中 

心城市与社会经济组织客体沿江分布. 作为国家层面 

的“T”型一级主轴, 长江黄金水道对流域城镇社会经济 

发展与上中下游整体联系具有重要作用, 其货运量位 

居全球内河第一(2020年长江干流货运量为30.6亿t, 占 

同期全国内河水运货运量的80.21%). 可见, 长江流域 

文明的延续性、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开发强度的梯度 

性以及人地关系的复杂性, 对于流域“山-水-城”空间组 

织模式研究具有典型性.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主要包括 

数字高程数据(DEM)、植被覆盖度、水系、土地利 

用 、 地 质 灾 害 、 感 兴 趣 点 ( P O I ) 、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道路、人口密度等多源地理空间数据与相关 

历史资料. 2020年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s://www.gscloud.cn), 可表征地形起伏变化程度. 山 

地丘陵地区高程与坡度组合情况复杂, 仅用高程或坡 

度难以表征地形空间分布特征, 因此本研究通过综合 

高程与坡度, 利用DEM数据计算地形位置指数(TPI), 
更充分、合理地反映流域地形复杂状况. 

2020年长江流域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度、地质灾 

害与GDP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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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心(http://www.resdc.cn). 其中, 土地利用数据用以 

表征长江流域草地、耕地、林地、水域等不同地类的 

空间分布格局; 植被覆盖度数据用以表征长江流域植 

被群落分布状态; 地质灾害数据为累积至2020年地质 

灾害点数据, 通过计算其核密度, 用以表征长江流域崩 

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空间分布特征; GDP是表征长江 

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该数据是综合经济统 

计数据、夜间灯光指数、居民点密度等数据而生成的 

空间格网数据. 
2020年道路、河流与POI数据来源于开放街道地 

图数据库(http://www.openstreetmap.org). 其中, 道路数 

据包含铁路、高速公路、一般公路等多种道路信息, 
通过计算距公路与铁路的距离、距河流与水域的距离, 
用以表征长江流域道路交通与河流水系对生态流的阻 

力程度. POI数据包括商业服务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的点位数据, 通过计算POI核密度, 可有效表 

征社会基础设施分布特征与影响强度. 此外, 2020年人 

口密度数据来源于全球人口计划数据集(https://hub. 
worldpop.org), 用于表征流域人类足迹强度指数.  

长江流域主要城镇的历史资料与规划政策, 主要 

来 源 于 长 江 流 域 各 地 县 志 及 历 年 历 次 规 划 文 本 ;  
2010~2020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https://www.stats.gov.cn), 并通过 

多次田野调查, 系统了解长江及嘉陵江、乌江、湘江 

等河流流域的山、水、城空间组织关系及其结构模式. 
(3) 研究方法. 首先, 综合高程、坡度、起伏度, 将 

长江流域地形分为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平原5 
种类型, 识别长江流域主要山体斑块 [24]. 由此, 结合城 

镇建设用地、水体与主要山体斑块, 整体表征长江流 

域及其子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 并利用田野调 

查与文本分析方法, 探究其形成与演化特征. 其次, 利 

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识别生态源地. MSPA 
模型主要用以描述地图元素的连通性 [41], 通过提取长 

江流域林地、草地、水域作为前景数据, 生成二值栅 

格数据, 将生态要素划分成核心区、孤岛、空隙等7种 

景观类型, 进而识别核心区生态斑块的景观连通性, 采 

用斑块重要性指数(dPC)评价流域核心斑块间的连接 

水平, 以筛选主要生态源地 [42]. 同时, 构建综合阻力评 

价体系, 进行空间主成分分析(SPCA). 结合长江流域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现状, 根据流域“山-水-城” 
空间组织模式的内涵特征与生成机理, 参考已有研究 

成果 [42~45], 从自然山水环境系统与城镇社会经济系统 

两个维度, 选取TPI、距河流及水域的距离、植被覆盖 

度、地质灾害密度、土地利用类型等5个指标作为自 

然环境阻力因子, 分别指代地形、水系、植被、地质 

灾害及不同地类的生态阻力; 选取人口密度、GDP密 

度、距公路与铁路距离、距建设用地距离、商业与公 

共服务设施密度等5个指标作为人为干扰阻力因子, 分 

别指代人口、经济、道路、城镇人工建成环境与社会 

基础设施的生态阻力, 将单因子分析结果分为5级, 建 

立综合阻力评价体系, 以响应流域树模式概念模型中 

自然与人文要素的阻力设定条件(图S1). 为消除各因子 

间的潜在相关性而导致的多重共线性干扰与信息冗余, 
本研究使用SPCA的贡献值、特征值与荷载矩阵, 计算 

各生态阻力因子的权重 [46~48], 继而将各生态阻力因子 

进行加权求和, 建立长江流域的综合生态阻力面, 采用 

自然断裂法将其综合阻力大小划分为低、次低、中 

等、次高与高阻力5个等级. 最后, 利用MCR模型提取 

生态廊道. 基于生态源地、生态阻力面与累积耗费距 

离, 运用MCR定量分析模拟生态流的运行, 生成所有 

源/汇点间的生态廊道, 并利用重力模型评价源地间相 

互作用强度, 筛选生态网络中对长江流域生态连通性 

起重要作用的关键生态廊道 [43,44], 构建流域山水生态 

网络, 进而形成“斑块-廊道-源地”景观生态格局(表S1). 

4.2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多尺度结构模式 

(1) 从流域整体尺度来看, 2020年长江流域已形成 

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等 

国家级城市群, 包含3个超大城市、5个特大城市、22 
个大城市及诸多中小城市与城镇, 流域内2/3以上的城 

市均沿长江干支流分布, 处于不同等级河流水系的汇 

合点, 形成分级梯度发展的城市空间组织格局, 并与流 

域枝状水系、复杂地形交互适应, 形成典型的流域树 

模式(如上海位于长江汇入东海的河口处, 重庆、武 

汉、南京分别位于嘉陵江、汉水、秦淮河与长江交汇 

处). 整体来看, 由于山地地形与江河水系等自然地理条 

件的物理阻隔, 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功能结构、 

内外源制度等人文因素的空间差异, 长江流域城镇体 

系空间分布不平衡与非连续性特征明显, 城市群发育 

程度呈现东高西低的整体态势, 形成依存于不同地理 

条件、具有空间差异性的流域山水人居景观(图4(a)). 
(2) 从子流域尺度来看, 嘉陵江、湘江、赣江等子 

流域面积超过8万km 2, 其河流水系呈现枝状结构特征, 
子流域内城镇发展与河流水系、地形地貌长期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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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形成典型的流域树模式. 例如, 嘉陵江流域上游于 

秦岭山区曲流嵌绕, 并由中游盆地丘陵区进入下游平 

行岭谷地带, 其间, 广元、阆中、南充等城市沿嘉陵江 

干流而下, 绵阳、遂宁等城市沿涪江而下, 广安等城市 

图 4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多尺度结构模式. (a) 长江流域; (b) 嘉陵江流域; (c) 湘江流域; (d) 赣江流域; (e) 上游地区(三峡库区典型 

城市); (f) 中游地区(江南丘陵地区典型城市); (g) 下游地区(长三角典型城市) 
Figure 4 The multi-scale structural pattern of the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 Yangtze River Basin; 
(b) Jialing River Basin; (c) Xiangjiang River Basin; (d) Ganjiang River Basin; (e) upstream areas (typical citi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f) midstream areas (typical cities in Jiangnan hilly areas); (g) downstream areas (typica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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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渠江而下, 三江继而交汇于合川, 并从重庆主城汇入 

长江, 其流域树模式特征凸显; 而湘江流域在三面环 

山、一面临湖的马蹄状山水格局中, 呈现出树枝状水 

系与环状结构地势特征, 上游、中游地区丘陵与盆地 

相间分布, 永州、衡阳等城市沿江而下, 而下游地区平 

原与河湖岗地交织, 长沙、株洲、湘潭等城市构成长 

株潭城市群, 山、水、城各要素组织关系同样呈现出 

典型的流域树模式(图4(b~d)). 
(3) 从城市尺度来看, 无论是重庆、武汉、南京等 

超大/特大城市, 还是万州、九江、镇江等大/中/小城 

市, 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在规划与建设中 

均强调与自然山水环境的协调共生关系, 促进城市与 

山水、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同时, 由于流域地理条 

件的梯级分异, 上中下游山、水、城生态系统的作用 

方式与程度不同, 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山水城市景观 

格局, 造就了巴山蜀水的文化基因与江南水乡的地域 

景观. 例如, 位于上游的重庆, 两江环绕, 平行岭谷穿 

插于人居组团间, 形成多维立体的城市山水景观; 位于 

中游的长沙, 集合山水林田洲垸等自然资源, 塑造楚汉 

名城与山水洲城交融的城市空间结构; 而位于下游的 

南京, 彰显“襟江带湖”的古都山水形势, 形成“江河融 

汇、城丘绿间”的城市风貌与拥江发展格局(图4(e~g)). 
这种不同尺度的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关系,形 

成多重嵌套的整体性结构. 事实上, 从要素流的空间转 

移视角来看, 资本、人口、信息等具有多层次的流动 

特征, 使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山水环境间存 

在着跨越空间距离的复杂网络结构, 进一步强化流域 

山、水、城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性 [49]. 同时, 由于不同 

尺度城镇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山水环境系统占据的空 

间实体具有地理差异性, 两者的空间组织关系、结构 

模式等随尺度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 
在城市尺度, 结合地域历史文化与山水形势, 形成丰富 

多元的山、水、城景观格局; 而在流域尺度, 山、水、 

城空间组织关系则呈现典型的流域树模式. 

4.3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生成与 
演化过程 

(1) 萌芽. 早期城市逐水而居、择地筑城的自组织 

过程.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具有多尺度嵌套特 

征, 呈现典型的流域树模式, 其生成与演化是流域自然 

山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客体长时间交互适应的结果. 新 

石器时代, 长江沿岸已出现从事稻作农业的聚居村落, 

并从自组织的分散村落向集聚的功能复合型聚落群与 

早期城市发展, 从三星堆、盘龙城、石家河、城头山、 

良渚等遗址来看, 其所在位置均位于沿江低丘岗地边 

缘的冲积台地或缓坡阶地之上, 择地势较高处布置大 

型建筑与冶炼作坊, 城垣与城壕结合周边河流山体因 

地制宜布局, 城址平面形状不甚周正规整, 且多与附近 

河流相通(如良渚古城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 城头山、 

淹城等古城内可行舟通船) [50,51]. 可见, 长江流域史前城 

市具有因江而建、沿江分布的特征, 中国先民在逐水 

而居的过程中, 偏向于择平坝高台处筑城定居: 滨水临 

江有便于舟楫航运, 高台坡地有利于防洪排涝, 冲积河 

滩有助于农桑之事. 这种临江傍水、结合地形的早期 

聚落自然生长模式, 体现出先民充分尊重并利用自然 

环境的生态智慧, 在历史脉络中持续形塑着长江流域 

城乡聚落的空间组织逻辑. 
(2) 生成. 传统城镇以水为轴、城景相融的点轴发 

展态势. 秦汉时期, 长江成为出川入蜀的重要通道, 都 

江堰工程的修建改善了成都平原的水循环过程, 体现 

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水域生态系统的作用逐渐增 

强. 随着中原居民逐渐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迁移, 在水 

水、水陆交汇处置地营城, 为未来长江流域区域中心 

城市的分布奠定了基础(如重庆、武汉、长沙等) [28]. 
唐宋以来, 随着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中国城镇的空间 

分布重点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推进, 特别是宋 

代, 长江航运与造船技术已十分发达 [52], 由长江干支流 

与大运河构成的水运网, 将沿岸城镇连结在一起, 通过 

水系网络的结构性耦合作用, 在上中下游局部地区开 

始呈现“点-轴”布局态势. 直至明清时期, 长江流域城 

市仍局限于城郭之内, 主要以“点”的形式展开布局, 对 

周边地形条件与江河环境的改造较小, 具体表现为营 

城建设对流域山水格局的顺从与遵循 [53], 叙州(今宜 

宾)、重庆、武汉、江宁(今南京)等城市依江而下, 形 

成山、水、城、景相生相融的流域环境共同体. 
(3) 强化. 由封闭走向开放、上中下游贯通的流域 

人居系统. 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上海、汉口、重庆等相 

继对外开埠, 打破了自给自足的以农业发展为主的传 

统经济格局, 沿长江及其支流岸线拓展新的生长轴, 形 

成沿江带状组团空间结构. 同时, 近代工业的兴起与新 

式轮运的引入, 不断提升长江航运能力, 极大加强长江 

沿江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聚与扩散功能, 流 

域系统的“点-轴”组织关系整体开始形成, 其对外经济 

联系与开放度得到极大提升. 直到1970年代初, 连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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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铜陵等下游城市的铁路贯通, 以及成渝铁 

路、皖赣铁路等交通走廊的建成, 沿线开始形成新的 

集聚-扩散态势, 加之南京、武汉、重庆长江大桥等跨 

江桥梁的修建, 促使沿江城市逐步实现跨江、越山生 

长, 城市功能结构与山水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复杂多元 

的空间形态. 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 长江沿岸地区 

外向型经济联系不断强化, 现代工矿城市、工商业城 

市、交通枢纽城市等主体功能各异的城市构成长江流 

域上中下游协作网络, 长江成为中国“T”型开发模式的 

主轴, 主要的“点-轴”框架形成, 并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 

“ 核 心 - 边 缘 ” 空 间 规 律 与 多 尺 度 的 “ 双 核 结 构 ” 现  

象 [28,32](如南昌-九江、长沙-岳阳等双核结构). 可见, 在 

被动与主动开放的过程中,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 

组织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与更新的过程, 并受地域特殊 

事件(如战争)与经济技术革新的影响 ,  实现跃迁式 

发展. 
(4) 成熟. 自然与人文综合影响下的“点-轴-网”组 

织关系. 21世纪以来, 随着沪渝高速、沪蓉高速、沪渝 

蓉沿江高铁的相继开通及建设, 以及三峡工程的完工、 

黄金水道功能的提升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 长江 

流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以水运为主体的、包括铁路、 

公路、管廊等组成的综合性运输通道 [54], 重庆、武汉、 

上海等港口城市的腹地纵深得到进一步拓展, 上游地 

区的水能资源经由大型水电站输往中下游地区, 山地 

丘陵地区的农矿资源向沿海沿江港口集散, 资金-技术 

密集型产业向沿海地区与沿江中心城市集聚, 沿江地 

区成为重要的产业带与城镇发展密集区. 成渝双城经 

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沿江而下, 呈 

簇群组团形式分别布局于盆地岭谷地带、丘陵缓坡地 

带与冲积平原地带, 构成上、中、下游的区域发展中 

心, 带动流域社会经济整体发展, 形成流域树的“点-轴- 
网”结构模式. 从景观生态学视角来看, 这种流域树模 

式的网络系统呈现出典型的“斑块-廊道-源地”景观格 

局特征. 本研究集成DEM、POI、交通、土地利用等多 

源数据, 识别长江流域主要生态源地与关键生态廊道, 
进而建立流域树模式的生态网络. 首先, 运用MSPA方 

法, 识别2020年长江流域7种景观类型, 利用dPC评价流 

域内核心斑块间的连接水平, 筛选出主要生态源地 

79.31万km 2, 分布在上游横断山脉、北部秦岭-大巴山 

地区以及中游江南丘陵地区, 说明长江流域景观构成 

以核心区大型斑块为主(主要位于山地丘陵地区), 有利 

于维育流域生态稳定性. 其次, 从自然与人文两个维度 

综合评价长江流域生态源地扩张的阻力值, 结果表明, 
低阻力区面积为42.16万km 2, 主要分布在横断山脉、 

雪峰山脉等山地丘陵地区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水网 

密集地区; 而高阻力区面积为5.25万km 2, 占比最低, 主 

要分布于建设用地相对集中的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 

游城市群与成渝双城经济圈(图5(a)). 
基于此, 利用MCR模型, 提取2020年长江流域连接 

生态源地的生态流通道861条, 再利用重力模型筛选其 

中 关 键 潜 在 生 态 廊 道 共 1 6 0 条 ,  平 均 长 度 达 到  

446.38 km, 集中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 并分散布局在 

山地丘陵地区及各类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图5(b)). 可见, 
目前长江流域山、水、城生态系统的功能稳定性较强 

而整体连通性不高, 流域城镇空间、山地坡面、主要 

水域之间的生态过程仍然受阻, 流域树模式网络系统 

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上中下游之间的竞合关系有待从 

流域尺度进行全面协调. 尤其是受城镇快速扩张与人 

类经济活动的综合影响, 长江流域国土空间开发强度 

整体较高, 以地质灾害(滑坡、崩塌等)与水灾为主的自 

然灾害频发, 重大工程与气候变化相交织, 增加了流域 

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故而, 作为中国乃 

至全球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新时期长江流域强调“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以流域(子流域)为单元实施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治理, 河流、湿地、森林等 

生态系统正逐步得到总体修复, 未来将进一步提升流 

域生态网络的稳定性及连通性 [55]. 
总体而言,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形 

成与演化, 由“点”发展为“点-轴结构”, 不同等级规模的 

发展中心、产业廊道、生长轴线组成了社会经济组织 

的空间网络, 与流域系统内的山水生态网络交互适应, 
形成复杂的流域树模式网络系统. 同时, 人口、能源、 

技术等要素在长江流域人居系统中具有的跨区域供需 

关系, 是山、水、城各要素组织关系解构与重组的驱 

动力, 进而使得城镇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山水环境系 

统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过程中, 形成上游向下游梯 

级递增的经济发展格局与“两横三纵”的网络型国土空 

间架构(“两横”指长江干流轴线与南部的铁路轴线, “三 

纵”指东部沿海京沪高铁轴线、中部京广与京九线形 

成的纵轴以及西部成渝与渝黔线等形成的纵轴) [56]. 这 

种“人工+自然”复合网络系统, 以点轴结构为基础, 以 

长江流域带形自然属性特征及城镇空间复杂性特征为 

触媒, 通过整合并优化流域内资源能源、信息技术等 

要素, 促进城镇功能片区与产业密集地带的分工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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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模式网络系统. (a) 生态阻力评价与生态源地识别; (b) 流域树模式的生态网络系统; (c) 流域树模 

式的“人工+自然”复合网络示意图 
Figure 5 The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network system of the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 Ecological 
resistance assessment and ecological source identification; (b) the ecological network system of the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c) the “artificial + natural” 
composite network diagram of the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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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深 

入实施, 各个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点”, 与整个流域自 

然与人文要素互动的广度和密度不断增强, 形成基础 

设施的连通网及生产要素的流动网, 通过复杂网络的 

外延, 长江流域内外生态要素及社会经济的联系得到 

强化, 将更大范围内的山、水、城要素进行合理配置 

与优化组合, 形成流域空间经济系统的梯度推移, 促进 

治山、治水、治城一体化推进与流域树模式的可持续 

发展(图5(c)). 

4.4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生成与 
演化规律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模式, 是以 

长江干支流为纽带、以上中下游山林湿地为源地、以 

城乡聚落为生态服务对象的组织模式, 也是以自然山 

水条件为依托、以流域生态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为 

命脉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 [57], 从逐水而居的早 

期聚落自然生长模式, 发展为山水城景相生相融的朴 

素均衡组织模式, 从点轴框架的基本确立到复杂网络 

的交织一体, 其外在表征为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异 

质同构的树状形态, 究其根本, 是自然与人文因素耦合 

关联而形成的网络系统, 从其“萌芽-生成-强化-成熟” 
的演化过程来看, 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流域 

树模式形成的内在动因, 流域空间单元间的互补性与 

通达性是“自然力+人工力”综合作用的基础 [58,59], 而流 

域人居系统的复杂性与适应性是山、水、城生态系统 

协调发展的关键, 共同推动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 

织模式的生成与演化(图6). 
(1) 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空间相互作用为内在动因.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模式是流域城 

镇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山水环境系统之间动态适应与 

长期演化的结果, 受自然山水环境与社会经济技术等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 可将其归类为“自然”与“人 

文”两类 [53].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区位条件、河流水系、 

地形与地质条件等, 是长江流域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 

生态基底; 人文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技术体系(航运交通 

条件、经济技术革新等)与地域社会文化(地域特殊事 

件、公共政策制度等)等, 是长江流域城镇空间扩张与 

要素流动的根本动力, 对流域人居空间发展具有引导 

与催化作用. 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进步与创新要素集 

聚扩散, 不断促使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关系 

解构与重组, 进而形成更为复杂的流域树组织模式. 在 

“自然-人文”因素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长江干支流 

沿岸城镇形成较高的对外社会经济联系强度, 不同尺 

度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造就 

了流域树模式的网络体系. 
(2) 流域空间单元的互补性与通达性为形成基础. 

由于流域产业结构与自然资源的差异, 流域内部的功 

能互补关系决定“自然-人文”因素的空间相互作用方式 

与强度. 长江流域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 地域差异明 

显, 空间发展不平衡, 上中下游资源结构、技术水平与 

产业发展的功能互补性强. 这种互补性, 是社会经济客 

图 6 长江流域“山-水-城” 空间组织模式的生成与演化规律 
Figure 6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law of the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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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期自组织形成的结果, 使各要素得以流动与变化, 
生成结构各异、功能互补、协调共生的流域“山-水- 
城”空间组织模式; 另一方面, 流域系统的通达性直接 

影响自然与人文因素的聚集及扩散效率, 也直接影响 

流域与子流域、城市群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强 

度 [60]. 以水运为中心的复合运输系统, 构成长江流域城 

镇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轴、信息网与能源走廊, 随着 

区域性交通网络的不断优化, 高速公路与铁路等新媒 

介的不断介入与链接, 促进上中下游城镇间资本、产 

业、劳动力的双向流动与互补, 人流、资金流、信息 

流等在近远程耦合与时空压缩过程中, 各种社会经济 

要素在空间上集聚扩散,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 

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 长江流域山、水、城协调共 

生发展需遵循整体关联性与协同互补性原则, 建立多 

重嵌套的整体结构与流域生态共同体, 提升流域人居 

系统的社会福祉与经济效应, 推动流域/子流域空间单 

元的资源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发展. 
(3) 流域人居系统的适应性与复杂性为组织关键. 

长江流域不同尺度的“山-水-城”空间组织之所以出现 

异质同构现象, 是由于其流域人居系统内已形成依存 

于不同城镇结构形态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多尺度空间组 

织关系, 其跨尺度的作用关系进一步促使流域树模式 

的形成演化. 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山、水、城生态 

系统的复杂程度决定其适应能力的大小 [53], 高原山地、 

丘陵盆谷、平原湿地以及江河湖泊等自然山水环境的 

多样性, 直接导致长江流域自然与人文因素空间相互 

作用的复杂性. 同时, 长时序历史演进过程中, 长江流 

域城镇社会经济转型、地域特殊事件等导致“山-水- 
城”空间组织关系不断变化调整——作为环境适应性 

主体, 上、中、下游地区城镇主动选择并占据适宜建 

设的地理空间, 为适应流域地形条件与水系变化, 改变 

自身功能结构与组织模式, 涌现出复杂的城镇空间生 

产行为与社会经济网络, 并由多个相对简单的城镇空 

间单元, 通过点-轴系统的渐进式扩散与集聚, 演化成 

更为复杂的城市群及流域城镇体系, “自然-人文”因素 

的空间相互作用界面也由此跃升至子流域与流域尺度. 
这种从城市到城镇体系的结构性涌现, 即为流域树模 

式由无序到有序的生成过程, 是城市功能组团、城市 

整体形态、城镇体系结构等不同尺度的空间要素适应 

于流域自然山水环境的结果,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 

组织模式的组织关系与结构层级也由此愈发复杂, 形 

成相对稳态、复合多元的网络系统.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具有整体关联性、协 

同互补性、动态适应性、尺度嵌套性等基本特征, 呈 

现出典型的异质同构现象和树状组织结构. 由此, 本研 

究提出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的流域树模式, 其基本 

框架由水系构建而成, 分枝形态随地形起伏而变化, 并 

在干支流交汇处形成等级规模各异的城镇, 其概念模 

型是城镇人文景观与自然山水环境在特定的流域中交 

互适应形成的动态结构, 强调空间、自然、人文互动 

影响下多要素、多尺度的空间组织规律及其形成与演 

化机理. 
(2)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是城镇社会经济 

系统和自然山水环境系统交错构成的复杂系统, 其演 

化过程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在社会经济 

客体的集聚与扩散过程中, 流域城镇人文景观与山水 

生态网络的动态适应及调节, 山、水、城空间组织关 

系的变化以及流域人居系统的选择, 促使流域树模式 

的萌芽、生成、强化与成熟. 
(3) 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具有多尺度嵌套 

的整体性结构, 呈现出典型的流域树模式特征, 历经 

“萌芽-生成-强化-成熟”渐进式生长过程, 从逐水而居 

的早期聚落自然生长模式, 发展为山水城景共生相融 

的朴素均衡组织模式, 从长江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 

点轴框架的基本确立到复杂网络的交织一体, “自然-人 

文”因素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流域树模式形成的内在动 

因, 流域空间单元间的互补性与通达性是“自然力+人 

工力”综合作用的基础, 流域人居系统的复杂性与适应 

性是山、水、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关键, 形成上游 

向下游梯级递增的经济发展格局与网络型国土空间 

架构. 

5.2 讨论 

(1)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研究, 涉及多要 

素、多系统、多过程的融贯综合探索, 需科学审视流 

域城镇空间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 聚焦生态基底、空 

间关联、经济协同、上中下游区域差异等视角, 从流 

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与多主体、多维度联动等方 

面予以重视, 推动流域山、水、城生态系统有机共生, 
从系统思维出发, 解构流域人居系统核心要素组成、 

功能结构及交互适应关系的核心要义 [2], 探索流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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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文”影响因素及其空间作用机制, 阐明流域“山- 
水-城”空间组织的一般性与地域性模式. 

(2) 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 是流域“山-水- 
城”空间组织模式研究的重要目标. 在新时代美丽中 

国建设同区域协调发展共促联动的美好愿景下, 需耕 

织流域人居系统与“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的理论认 

知, 揭示流域内自然与人文要素的交互适应机理及演 

化互馈规律, 探究跨流域城镇协同发展模式, 结合中国 

多山多水的地理条件与历史悠久的流域文明, 集成融 

贯地理学、生态学、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 
从流域山、水、城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与适应过程出 

发, 建立结构完整、功能稳定的流域国土空间格局, 恢 

复和提升流域生态功能与生态服务能力, 将相关研究 

成果积极应用于流域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流域城乡 

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修复、流 

域聚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人居数字孪生体系当中, 
为管理者提供解决或缓解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保护矛盾的依据, 促进流域山、水、城走向和谐 

共生. 

(3) 理论模型问题仍然是流域树模式研究的难点. 
理论模型的提出、完善与成型一般需要经过现象发 

现、机制分析与计算机模拟3个阶段 [28]. 本研究所作的 

机制分析与模式提炼主要还限于质性分析与中国典型 

案例实证. 流域树模式研究的完善, 应利用系统动力 

学、深度学习与大数据挖掘等方法, 至少还需对以下 

内容做出定量的机理分析与全球更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其一, 流域树模式如何进行数理推导, 如何量化其“自 

然+人文”地理过程的双向耦合关系? 其二, 流域城镇 

聚落选址与地形起伏度、水系汇合点的关联度是否有 

阈值或最佳值? 城镇规模等级与干支流汇合点的等级 

是否存在数量层面的对应关系? 其三, 结合全球典型 

流域分析, 流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有哪几类主要 

变式? 这些地域性模式在流域交通联系、生态网络、 

产业结构方面是如何交互作用的? 最后, 如何模拟流 

域“山-水-城”空间组织模式未来演化趋势, 综合比较不 

同情景下流域树模式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 定量 

评价并选择山、水、城各要素在流域内的最优组织模 

式, 并辅助流域开发与保护决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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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optimization of a river basin system and the integrated governance of mountains, waters, and cities within river 
basins have become focal areas in contemporary academic research, serving as essential pathways towar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possesses abundant mountainous and aquatic resources. To construct a Beautiful China 
and advanc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critical questions: How ca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s be integrated within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a river basin? How can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ountains, waters, and cities be promot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territorial configuration, 
guided by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governance of human activity spaces within it? This study adopts a scientific 
cognitive paradigm encompassing “factual representation-modeling-empirical analysi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connotative features, general patter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river basins. Focus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were undertaken 
using multi-source geospatial data, including elevation, vegetation coverage, land use, and points of interest. Research 
methods combined field surveys and textual analysis with 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and th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Finally,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uncovered. 

The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a river basin refers to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laws of interactive 
adaptation between the mountain-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urban artificial environment within it. This spatial 
organization manifested holistic relevance, synergistic complementarity, dynamic adaptability, and scale nesting. There are 
typical phenomena of 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 and tree-lik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H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for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delineates its conceptual model. 

This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was the outcome of long-term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rban socio-economic system 
and the mountain-water environmental system. Its evolution from germination to emergence, reinforcement, and maturity 
aligned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basin. During the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socio- 
economic entities, this spatial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changed and was selected by the river basin habitat system. Both 
the change and selectio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The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hibits a multi-scale, nested, and holistic 
structure. It reflec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forming a stepwise economic development 
gradient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regions. Concurrently, a network-based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framework has 
emerg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is driven by the interplay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spat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elements,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accessibility among spatial units, and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river basin habitat system. 

These findings address fundament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general pattern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mountain- 
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river basins. They also advanc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river basin habitats systems 
within these context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promot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mountains, waters, and 
cities. 

“mountain-water-city” spatial organization, river basin tree pattern, formation mechanism, evolution process,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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